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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思熟慮與政治權力之間

──讀《辯論──美國制憲會議記錄》

⊙ 賴建華

 

經歷了一個多世紀的曲折現代化歷程後，隨著當代中國改革的縱深，憲政主義思潮正伴隨著

市場經濟和公民社會的成長而悄然興起，憲政成為官方與民間共同關注的焦點。就政治層面

而言，以「走向憲政」來回答「中國向何處去」這一宏大問題，正在成為愈來愈多的人們的

共識。然而，要對憲政理論作出深入探討，不能繞過的一個環節，就是對具有世界典範意義

的美國憲法、憲政進行研究。這將為我們當下的憲政討論提供重要的學理資源和實踐經驗。

而要探索美國憲法、憲政奧秘，就要必須了解美國制憲會議的歷程。就如要真正理解一件藝

術品，必須知悉它的作者的創作動因和創作歷程。制憲會議代之一、美國第四任總統麥迪遜

（James Madison）的《辯論──美國制憲會議紀錄》1（以下簡稱《辯論》），則是費城制

憲法會議留下的最為詳實的一部記錄，作者以類似連續劇的寫法記載了費城制憲會議全過

程，記錄了代表們每天的會議發言，包括與麥迪遜自己觀點不同的代表的大段法理性議論，

其中，有許多構成今日美國政治學的淵源和理論基礎。

麥迪遜在遺囑中把他會議記錄命名為《辯論》。的確，費城制憲會議的過程就是制憲代表們

辯論的過程──他們就未來美國政治權力的規劃而辯論，以和平的、理性說服的方式來尋求

共識、探尋共同接受的權力、利益安排方案。這點，在漢語語境下似乎就不是那麼容易理解

了：在漢語境中，鮮有對權力進行辯論史例；權力從來只有較量之說，較量的勝者統領天

下、支配一切，敗者淪為人寇。這也就是所謂的「槍桿子裏出政權」的邏輯。正是如此，對

於中國讀者而言，《辯論》的名字的顯得尤有深意了：辯論是如何成為可能的？是甚麼支撐

著辯論的進行？是甚麼促成制憲代表們就美國未來政體的各種聲音在費城會議廳言說、碰

撞、辯論，並最終能取得共識（憲法）？透過《辯論》，解讀代表們辯論的言說方式，筆者

以為，至少有以下幾點支撐著辯論的進行：

一 懷疑主義態度

懷疑主義態度，就是把自身設定為無知，承認他人觀點的合理性和自身理智的不可靠，也就

是放棄唯我正確的觀念，不把自己視為絕對真理的化身，在「自我」之外有所敬畏，對「自

我」能夠反省，只有如此，才能以開放的姿態就討論對象進行信息的交流，辯論者的說話權

利才會得到真正的尊重。這正如富蘭克林認為的，「年紀越大，越傾向於懷疑自己的判斷，

更尊重別人的判斷。的確，大多數的人，也和宗教裏的大多數教派一樣，以為他們自己擁有

全部真理，凡是別人的觀點與他們不同，就認定是謬誤。」（頁774）。以華盛頓為例，在會

議過程中，身為大會主席的他因為擔心自己威望過高，代表們把他的話看得過重，以致影響



了他們的理性思考，故而在整個制憲會議期間，他只在制憲會議開始和結束時作了兩次發

言，「他的處境限制了他，此前，對會中懸而未決的問題，一直沒有表述過自己的情緒」

（頁776）。

與懷疑主義態度緊密相關，會議的規則與辯論者在辯論時的禮儀、謙恭、自我控制就顯得猶

為重要了。制憲會議一開始，代表們就制定了詳細的議事規則。議事規則實際與懷疑主義態

度實際是互為表裏的：議程規則在程序上保證代表們說話的權利，使懷疑主義態度得以操作

化。而辯論時的禮儀、謙恭，則是在禮貌上尊重了對方說話的權利，從而保證了不同的觀點

間展開理性對話；一旦放棄了禮儀、謙恭和自我控制，激情和情緒就會支配著辯論的進行，

語言暴力就在所難免了，辯論也就淪為征服的過程。在《辯論》中，我們可以看到制憲代表

們都普遍有著這種的風度和涵養。以莫里斯為例，他就某個問題反對平克尼時，他是以「平

克尼先生的主張沒有用，也行不通」，「但他希望把這個問題提交給委員會考慮」（頁597）

的說話方式來表達對威爾遜觀點的反對。正是這種不帶情緒、尊重對方的公開討論，使辯論

始終處於理性的狀態中。

二 知識的運用和經驗主義立場

以開放姿態、無知定位來進行的理性辯論，並不是無原則無立場的對話。以寬容、尊重的態

度讓辯論對手表達了異於自己的觀點後，如何反駁這些觀點？制憲代表選擇以歷史積累的政

治學知識和政治經驗來拷問對方的觀點。

制憲會議的代表大多數既是博學的知識份子，同時也是經驗豐富政治家。他們既富有思想，

又長於實踐。博學在制憲過程中的表現，就是對既有政治科學知識的運用。他們常引用洛

克、孟德斯鳩等思想家的言論，充分利用這些思想家所取得的關於分權制衡、立法約束等政

治理論知識作為自己立論的根據。另一方面，代表們雖有豐富政治理論與知識，但制憲過程

中他們並不是教條地使用這些知識，而是立足於經驗主義的立場，從政治生活的實際運作來

理解它們。如富蘭克林所認為的，「……人的悟性絕非完美。自從我們忙忙碌碌尋找政治智

慧以來，我們確實體驗到我們在政治智慧方面的缺乏」（頁222）。正因為人的悟性絕非完

美，人類的知識不能窮盡社會政治秩序，制憲會議的代表們進行辯論時，頻繁引用古希臘羅

馬、以致近代荷蘭、英國等政治史例，以歷史經驗、已有的政治實踐來考察各項提議的可行

性。事實上，制憲代表們所擬定的制憲方案，如《弗吉尼亞方案》、《平尼克制憲方案》

等，都是根據各州的憲政實踐所制定的。基於經驗，圍繞憲法條文展開辯論，使得制憲會議

所制定的憲法具有某種歷史延續性和實踐可操作性，而不致成為空中樓閣。

三 妥協精神

對於制憲代表來說，制憲的目的不是創造一個十全十美的、正義民主的、能流芳百世讓後人

景仰的政治體制，而是為了尋求一種現實有效、能夠及時挽救正在走向失敗邊緣的邦聯的政

治途徑。參與制憲的代表本身就是代表著各州的利益，因而，他們形成了一個多元利益格

局。要從多元利益格局中產生共識，就必須要有妥協合作的精神。這種妥協合作精神，用富

蘭克林樸素的話來說，就是：「手藝人制作木頭桌子的時候，如果木料的邊緣厚薄不一，不

合格，他們就兩邊各削去一些，讓各方嚴縫，桌子就穩定了。按照這個道理，雙方都應該放

棄一些要求，才能聯合起來，商量出一個解決辦法」（頁253）。在會議剛開始時，麥迪遜就



認為「他的觀點最終會走到哪裏，他現在也說不准。」（頁32）而制憲會議結束時，漢密爾

頓（Alexander Hamilton）則認為「再沒有一位代表，比他（漢密爾頓）的思想離憲法更

遠」（頁778）。正是因為妥協的精神，即使最終產生的憲法遠離了麥迪遜與漢密爾頓最初的

設想，但他們都在這部新產生的憲法上簽下名字。立憲者們妥協合作精神並不是停留於口

頭，事實上，幾次使制憲會議陷於僵局的大小邦的席位、南北邦的人口計算等利益分歧最大

的問題，就是靠代表們的實質性讓步才得以解決的。

概而言之，懷疑主義態度為制憲代表們提供了理性對話的可能性，與懷疑主義態度緊密相

聯，會議程序和規則為對話提供了可具操作性的「制度」；對政治經驗和政治知識的運用，

使辯論成為有根之物；妥協精神，則使辯論背後的實際政治利益讓步成為可能。如此，為制

憲代表們的各種觀點、以及這些觀點背後的各種利益的合理性提供相互質問與反思的平台就

建立起來了。而因為這個平台所具有的反思性、對經驗與知識容納性、對歷史與現實的寬容

性，我們因此可以說它具有審慎與理性的特質。更為重要的是，這種審慎的特質溶入了美國

憲法──因理性而果的憲法，本身就具備審慎的特性。

漢密爾頓在《聯邦黨人文集》開篇曾提出了一個極為重要的問題：「人類社會是否真正能夠

通過深思熟慮和自由選擇來建立一個良好的政府，還是他們永遠注定要靠機遇和強力來決定

他們的政治組織。」2 這是一個直指人類政治社會起源的根本性問題：除機遇和暴力這兩種

非理性的模式外，人類社會能否通過第三種理性模式──基於深思熟慮的自由選擇──來建

構政治權力？漢密爾頓執著於斯，美國的制憲歷程印證了此。縱觀美國憲政史，美國憲法的

制定與通過是就是分為深思熟慮與自由選擇兩個過程的。換言之，立憲決策程序和批准程序

是分離的。「費城會議的權威不是建立、創建或者制定一部憲法，而是推荐一部修訂過的憲

法，供邦聯國會和若干州的立法機關考慮」3。而立憲設計、建議程序與立憲批准程序的分

離，意味著「在批准選擇作出之前介入了審慎思考的程序」4。 因為只有經過審慎思考的憲

法，作出批准選擇才是可欲的、有意義的。也只有經過理性反思、介入了審慎思考的政治權

力，才有存在的合理性。

以此反觀中國情境，中國自有憲法已將近百年，然而中國的憲政建設卻尚待完成。憲政，從

其根本特徵而言，就是對權力的限制和對（個人）權利的保障。而在「槍桿子裏出政權」式

的權力思維中，偶然和暴力主宰了政治權力的構建，而「深思熟慮」與理性的因素──對限

制權力與對保障（個人）權利的理性反思──則是幾近於無；換言之，「槍桿子裏出政權」

的權力思維只會走向專政與集權，走向憲政的反面。因此，在「深思熟慮」和「自由選擇」

之間，「深思熟慮」的意義對於中國當下的憲政討論，就顯得尤為重要了。

蘇格拉底說沒有反省的人生是沒有價值的人生。我們同樣也可以說，沒有經過理性反思、深

思熟慮的政治權力是不值得期待的政治權力。然而，同樣重要的一個問題是，深思熟慮如何

進入政治權力的構建？「在他們（制憲代表們）的1787年制憲大會上，政治智慧與政治權力

之間並沒有甚麼鴻溝」5，《辯論》所展示的，正是消解政治智慧與政治權力之間鴻溝、理性

和深思熟慮介入政治權力構建的條件與過程。這對於我們這個慣於「槍桿子裏出政權」式的

權力思維、現今正欲「走向憲政」的民族而言，無疑是一份珍貴的精神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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